
论赣鄱流域在汉六朝时期的社会地位变迁

摘要：汉代赣鄱流域在南北交通中的地位不及湘江流域，后者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道，其于
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性远在赣江之上，并通过山岭间交通孔道对赣鄱流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六朝时
期，南北政权的分裂与政治中心的转移使赣鄱流域深处南方腹地的区位优势得以凸显，赣鄱水道逐
渐取代湘江流域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本文结合墓葬材料，对赣鄱流域在汉六朝时期的社会地
位变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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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的政治中心位于北方黄河流
域，赣鄱流域（即今江西地区）[1]尚处于统一国
家的边缘地带。与之相邻的湖南地区特别是
湘江一线，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道，
其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性远在赣江之上。
六朝以后，在南北政权分治的新态势下，赣鄱
流域“襟江带湖、控荆引越”的天然区位优势
得以凸显，赣鄱水道逐渐取代湘江流域成为
南北交通中的重要枢纽。本文从墓葬材料入
手，结合赣鄱流域的区位特点及其在汉六朝
时期的水陆交通状况，尝试对本区在这一时
期的社会地位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区开发
进程等作一探讨。

一、地理背景与墓葬概况

赣鄱流域三面环山、一面向水，东以怀玉
山、武夷山脉与浙闽相分，南有大庾岭、九连
山脉横亘粤北，西以幕阜山、九岭山、罗霄山
脉与两湖相隔，北邻长江与鄂、皖相望。境内
中南部多低山丘陵，赣州、吉泰等河谷盆地交
错其间，北部湖滨平原面积广大，港汊纵横、

湖泊星罗棋布。赣江源出赣南山地，自南而
北纵贯全域，加之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
大流域共同构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水
系[2]。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孕育了本区相对封
闭的文化传统，而深处南方腹地的区位特点
和以赣江水系为核心进而联结周边山地与长
江水道的交通网络，又使其得以达成与外界
的有效沟通。这样一来，保守与开放就构成了
赣鄱地域文化的二重形态。

纵观赣鄱流域汉六朝墓葬发展态势，竖
穴土坑墓和鼎、盒、壶等仿铜陶礼器常见于西
汉时期；以狭长墓室平面与成组砖柱结构为
特点的长方形券顶双室墓自东汉孕育成型，
而在六朝以后又有新的发展（图一）。以囷、灶、
井一套模型明器为代表的特色陶器，直到汉
末吴初，其演变线索依然清晰可见。成熟瓷器
于本区出现伊始便不乏对本地东汉陶器的继
承与发展，稍后的吴晋青瓷群也在兼收并蓄
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地方特色并有其独立的演
变系统。南朝以后赣鄱流域的器物形态和组
合更是基本摆脱了外地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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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赣鄱流域的长方形券顶砖柱墓示例[3]

1.德安九冈岭M4（采自《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 2.南昌蛟桥M1（采自《文物》2011年第4期） 3.南昌徐
家坊墓（采自《考古》1965年第9期） 4.南昌县小兰乡墓（采自《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愈发鲜明的自身特色（图二）。在这一过程中，
以横前堂与穹窿顶砖室墓和更为多样的陶瓷
器形为代表，来自中原、两湖、江东、岭南等地
区的文化因素陆续经水陆交通网直接或间接
地进入本区，又为赣鄱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地文化因素在汲取外地文化因素的基
础上不断发展，而外地文化因素又于本区长
久存续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表现，其间变
化消长正是伴随地区开发，赣鄱流域在与周
边及北方各地的人群交往与文化互动中，其
地位逐渐提升的体现。而人群交往与文化互
动的路径和方式不仅与地区间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的不平衡和战争等突发事件的影响有
关，同时也离不开自然区位条件下交通的进
步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毗邻赣鄱流域的湖南地
区有着与前者相似的地理环境，同样是东、
西、南三面为山脉所环绕，北经洞庭湖与长江
相连通，境内湘、资、沅、澧四水及其支流则顺
地势自南而北汇入洞庭湖。其中，位于湖南东
部的湘江流域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交通南北
的要务，赣鄱流域在汉六朝时期的地位变化
与湘江一线的历史变迁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二、汉代南北交通中的湘、赣比
较与互动

所谓“自秦迄汉，皆出五岭，威百越，赣之
不能无事可知也”[5]。秦与汉初，“豫章尚为边
郡，而汉制羁縻蛮越，多在此处”[6]，赣江一线
交通地位的初步凸显与秦汉国家对岭南与闽
中的军事行动有关。但就一般意义上的人员、
物资和信息流通而言，此时开发尚浅的赣鄱
流域在汉代南北交通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
而于秦攻百越与汉平南越等战役中同样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的湘江一线，才是自关中或伊
洛经南阳盆地而下、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
通道。与此相适，两湖地区包括湘中南一带在
墓葬文化上也表现出相当的优越性。

这里可以首先选择在赣鄱流域出现较晚
或不占主流，却在湖南地区有着较早或集中
发现的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室墓与具有岭南
特色的器物作为切入点，来观察湘、赣两地在
汉代南北交通中的地位差异（图三）。

以东汉时期普遍见于中原和关中地区以
及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
室墓为例，受南方地区开发程度的限制，汉末
三国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砖室墓皆以结构
相对简单的券顶砖室墓为主，穹窿顶砖室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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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赣鄱流域的部分典型器物示例[4]

1-1.南昌老福山西汉墓（采自《考古》1965年第6期） 1-2.南昌东郊西汉墓（非同墓器物，采自《考
古学报》1976年第2期） 2.南昌蛟桥东汉M1（采自《文物》2011年第4期） 3.吉水富滩东吴墓（采自
《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4-1.南昌花博园东晋墓（非同墓器物，采自《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4-2.南昌星辉加油站东晋M2（采自《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5.清江山前南朝墓（非同墓器物，采
自《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文物资料丛刊 8》）

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
发现主要集中于湖南境内，如常德 [8]、长沙 [9]、
邵东[10]、永州[11]、耒阳[12]等地，虽然在数量上无
法与中国北方地区相提并论，但这些发现地
点却清晰勾勒出此类于洛阳一带率先出现、
而后才向南方扩散的墓葬类型，越长江而下、
沿湘江及其支流继续向南传播的态势。反观
赣鄱流域，本区砖室墓的出现和流行时间本
较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为晚，大约到了汉末东

吴早期才有南昌县小兰乡[13]、吉水城郊M1[14]等
叠涩穹窿顶砖室墓（图四），而像发券穹窿一
类顶部结构更为复杂的墓葬于东汉之世更是
十分罕见[15]。六朝以前，湘江一线与赣江一线
在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中的不同顺位由此可
见一斑[16]。

至于具有岭南特色的铜器与陶瓷器，包
括与岭南地区同类器风格近似的本地产品在
内，自西汉中期于赣鄱流域出现后便集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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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湖南地区汉代穹窿顶砖室墓与岭南特色器物分布示意图[7]

在南昌一带[17]，其他发现仅见萍乡莲花安成侯
墓等个别地点[18]。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湖口[19]、
樟树[20]、吉水[21]等地才有了单座墓例的零星发
现（图五）。上述墓葬地点颇有以南昌为中心、
沿赣江及其支流向南北两侧扩散的趋势。其
中，南昌作为豫章郡治即区域政治中心所在，
包括岭南类型器物及其仿制品在内，各类物
质资料大量汇集于此自然无可非议。从理论
上讲，源于南方的物资及其背后的人群和文
化要北入南昌等地，沿赣江顺流而下似乎应

是最佳选择。但事实上，就目前刊布的考古材
料而言，岭南类型的产品在本区汉墓中的分
布却始终以赣中北为重，赣南地区的有关发
现几近空白。相比之下，湖南境内的有关发现
则显得蔚为壮观，特别是地近岭南的湘南一
带，不仅相关墓葬数量众多，而且如永州鹞子
岭M2[22]、郴州奎马岭M2[23]、资兴东汉墓[24]、耒阳
东汉墓[25]等所见，不少墓葬中的岭南类型器物
一经出现便是数件乃至十数件不等，遑论单件
器物的零星出土。稍偏北侧的衡阳[26]、长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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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湘、赣地区的穹窿顶砖室墓示例
1.长沙沙湖桥A·M41（采自《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2.南昌县小兰乡墓（采自《考古》1993年第1期）
3.吉水城郊M1（采自《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

图五 赣鄱流域的岭南特色器物示例
1~4.南昌京家山M2（采自《考古》1989年第8期） 5、6.萍乡莲花安成侯墓（采自《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
安成侯墓》彩版六四-1、彩版七二） 7、8.清江武陵M2（采自《考古》1976年第5期）

等地有关发现虽不及前引墓葬丰富，但也并
不比赣中北地区逊色。这些墓葬地点同样位于
该区主要水系即湘江及其支流沿岸，却明显表
现出自南而北、从早到晚、由多及少的传播过
程，这无疑是汉代岭南文化因素顺湘江而下、
大规模北传的明证。而湖南北部沅江流域的
常德 [28]、龙山 [29]等地少量岭南类型或仿岭南

类型器物的出土亦不失为湘江通道之旁证[30]。
虽然不能排除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因素，

但汉代赣江一线穹窿顶砖室墓的阙如、具有
岭南特色的器物南北分布的悬殊，及其与湘江
流域形成的鲜明对比，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赣江
通道绝非中原墓葬形制南传或岭南类型器物
北进的主要途径。湘、赣两地在汉代南北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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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宜春地区的相关发现示例
1、2.宜春下浦坝M70 3.宜春下浦坝M40 4.宜春下浦坝M79
（采自《江西文物》1991年第2期）

图六 赣鄱流域汉代遗存分布示意图
（采自《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第607
页“豫章郡遗存分布图”）

中发展不均而地位有别。究其原
因，两汉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
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
区是国家统治重心所在，对中央
政府来说，为了实现与以番禺或
苍梧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的有效沟
通，最直接且便捷的方式莫过于
经由鄂豫之间的交通孔道南下而
穿越长江流域。如此，较之稍偏东
侧的赣鄱水道，更加正对都城的
湘江一线无疑是首选之地。另一
方面，于岭南地区而言，湘江上游
所在的长沙国或桂阳郡向来是其
与五岭以北往来互动的最前锋。
无论是西汉前期南越政权与汉朝
军队的两相对峙，抑或汉武帝平
南越以后将岭南北部纳入桂阳郡
管辖范围，在双方的军事活动或
共同的行政区划下，岭南地区必
然会或被动或主动地与湘南一带
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东
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大司农郑
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以后，旧
“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的交趾七郡
贡献转运亦过五岭、经此“常路”、
再取道湘江北上[31]。由此，湘江一
线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
道更是在情理之中了。

南北之间人员、物资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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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带动了湘江流域经济、文化的进步乃至
政治重要性的增长。反观六朝以前的赣鄱流
域，作为“吴头楚尾”，不仅自身开发进程缓慢
且基础薄弱，而其西、南两侧来自两湖与岭南
地区的影响已如上述，东侧又有汉武帝两次徙
民处江淮间而“东越地遂虚”[32]，加之近海航
运的发展，这些均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本区
水陆交通网进一步向旁侧伸展的可能。这样一
来，在南方内部的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中，地
位远在赣江之上、物质文化也更加发达的湘江
流域自然成为赣鄱流域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

除非特殊情况下的辗转迁徙，否则湘江
流域与附近人群及其所创造或携带的物质文
化要进入赣鄱流域绝不可能舍近求远，势必
依靠湘、赣两地间由西向东的陆路交通。参考
已有研究成果，观察赣鄱流域汉代墓葬等各
类遗存的分布地点可以发现（图六）[33]，除了以
南昌为中心的赣江干流中下游及赣江上游沟
通岭南的西源章水沿岸以外，本区西部武功
山南北两侧的谷地，特别是赣江支流袁水一线
的萍乡、宜春、新余等地的有关发现也相对集
中，且其中不乏时代较早者，而锦江、禾水沿岸
的部分发现同样可作为前者的重要补充。虽
然不能排除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墓葬文化由地
区中心即郡治南昌向外扩散所致，但如宜春下
浦坝M70为本区出现较早的前堂横列式并列
双后室墓[34]，而此类墓葬结构在湖南宁乡 [35]、
耒阳[36]、资兴[37]、郴州[38]等地有着更多发现。其
他包括该墓出土的深腹平底陶囷以及同墓群
所出束颈矮腹陶井、镂孔陶灯等在内（图七），
相比于南昌以外的其他地点，这种非赣鄱本
地传统而更多见于两湖、岭南地区的墓葬形
制与随葬品在此一线更早且更多的发现，正
揭示了该区域与湘江流域之间的紧密关联。

此外，如上文所述，目前所见赣鄱流域汉
墓中的岭南类型器物也主要集中在以南昌为
中心的赣中北地区，毗邻岭南的赣南一带还
少有发现。若非考古材料本身的影响，那么此
时沿大庾岭横浦关道自南而北进入赣江流域
的通道，并非岭南文化因素在本区传播的主

要途径。考虑到湘赣之间的密切联系，赣鄱流
域所见各类岭南产品及其仿制品可能也有相
当一部分是以湘中南地区为中转、通过武功
山南北两侧的谷地才间接输入本区，而这也
可以在政治因素之外进一步解释赣西的萍乡
何以在西汉中晚期便出现了与岭南地区同类
器风格近似的产品。事实上，就古之行政区划
而言，出有不少岭南类型陶瓷器的萍乡莲花
安成侯墓本就属西汉长沙国的范围。三面环
山的地貌特征确实为赣鄱流域设立了天然的
地域屏障，但古今行政区划在重叠之余的犬
牙交错却提示我们不能拘泥于地区间人为划
定的行政版图，被圈隔在华夏网络中的南方
山地作为自有生命力的鲜活整体，同样具有
借助山中交通线联络两侧华夏节点的能力[39]。

三、六朝时期湘、赣地位的逆转

汉末天下三分，南北政权长达三百余年的
分裂对峙打断了秦汉统一王朝的有序发展，
却为此后南方社会之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政治
前提和契机。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汉末
吴初的北人南迁与南方政权的建立不仅意味
着赣鄱流域开发进程的加快，同时来自都城
的主流文化的辐射方向也发生了相应改变。

如上文所述，横前堂与穹窿顶砖室墓作
为源自中原地区的墓葬类型，六朝以前在长
江以南、五岭以北主要分布在湘江一线，这无
疑与汉代北人南下的路径有关。二者在赣鄱
流域的少见与晚出正是本区开发尚浅、文化
亦不发达的表现。更进一步来说，这种现象的
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背后的主体即当地
人群的力量薄弱有关。直到东汉末年，在北方
战乱频仍与孙氏立国江东的大背景下，包括
社会上层人物与地方豪强大族在内，较之以
往更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以及人口在南方内部
的流动，不仅为曾经落后的长江中下游各地
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化与生产技术，更留下
了一批拥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进行地区开发
与文化创造的社会群体。取决于当时人口迁
徙的主要方向和此前赣鄱流域的开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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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周边地区影响赣鄱流域的相关发现示例
1.瑞昌马头西晋墓（采自《东方博物》2021年第4期） 2、3.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采自《2019中国重要考古
发现》） 4.株洲踢金岭M1（采自《湖南考古辑刊》2018年）

以南昌为中心的赣中北一带自然首当其冲，
成为这一时期本区内部人群往来与文化互动
的最前锋。而另一方面，东吴一朝外有魏、蜀
军事威胁，内有山越频繁暴乱的现实境况，也
使得地近长江、北邻丹阳的赣中北地区政治
重要性大幅增长。正如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
中大规模家族墓地与高等级墓葬所见[40]，突然
出现这样一批规模庞大且技术成熟的横前堂
与穹窿顶砖室墓绝非偶然，北人南下的客观
条件、镇抚山越的军事需求，以及在此背景下
入驻本区的重要人物、强宗大族及其此后的
数代经营，才是新兴墓葬文化得以维系并发
展的有力支撑。

事实上，就山越问题而言，无论“未尝入
城邑”的“幽邃民人”还是“咸共逃窜”的“逋
亡宿恶”[41]，如此庞大的群体既不可能凭空出
现，亦不可能突然消失。史料所见这一蜂起于
东吴而集中在湘江流域以东，特别是皖、浙、
赣、闽交界地带的山地人群的异常活跃及其
与华夏人群的冲突加剧，正是在北人南迁与
孙吴建国的外力作用下，各方势力对人口、土
地等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原本地广人稀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发进程也随之陡然加速和
深入的结果。

相比之下，地理位置与地形条件不如赣
中北地区优越、在汉代发展程度亦不及前者
的赣南地区，于六朝时期的开发进程就显得
温和而平缓得多。墓葬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墓
葬数量的增加与分布地点的扩散，特别是东
晋以后。而如横前堂与穹窿顶砖室墓一类来

自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以砖石合构的吉水
城郊M1为最南分布地点 [42]，此地以南暂无发
现。长江中游或下游窑场青瓷产品的直接输
入和囷、灶、井等建筑类模型明器同样比较少
见。形制相对简单的凸字形或长方形券顶砖
室墓，以及属赣鄱本地特色的青黄釉、青绿釉
瓷质生活类、祭奠类明器组合等，仍是六朝时
期赣南地区墓葬文化的主要内涵。此时深入
赣南丘陵山地的开发者若非早已在此繁衍生
息的土著人群，也很有可能是部分最初生活
在赣中北地区、更早接受核心汉文化与周边
地区文化渗透的赣鄱本地人群。他们在汉末
吴初与两晋之际一次次人口迁徙的浪潮中，
逐渐溯赣江而上向着更远的深山走去，并以
其相对先进的物质文化带动了赣南地区的进
一步发展。至于这一时期的南下北人，即使有
深入此地者恐怕也不会太多，并且极少有雄
厚的实力，因此他们在到来不久便很快融入
地方社会了。赣鄱流域六朝墓葬的文化面貌
所呈现的南北差异也正是上述不同层面、不
同程度的人群交往与文化互动以及与之相关
的赣中北与赣南地区开发进程差异的体现。

以上主要是就赣鄱流域内部的发展状况
而言。放眼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自东吴始南
北划江而治，包括墓葬文化在内，来自都城核
心区域建康（业）与次一级政治中心古武昌一
带的影响，不必再经过地区间的层层传递便
可直接进入赣鄱流域。如九江、南昌等地出土
的越窑青瓷或长江下游地区的典型器[43]，以及
青瓷坞堡模型等属长江中游文化系统的高等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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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随葬品所见[44]（图八，1、2），此时东西向的长
江水道及与之相连的赣江水系在有关本区的
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
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来自赣鄱流域西侧即
湘江流域的影响已在本区完全消失。后者在
汉代南北交通中确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优
势，以及湘、赣两地间持续日久的人群往来，
不会随着朝代改易而瞬间崩塌或彻底断绝。
特别是六朝前期，在赣鄱流域新的地方特色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仍有部分青瓷器可在
湘中南地区发现更早的造型来源。例如，吉水
富滩东吴墓、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等出土的
横截面呈半圆形的尖尾船形灶在本区暂不见
其自成序列的演变线索[45]，但造型与之类似的
陶器却在东汉中晚期的两湖地区有着较多发
现[46]（图八，3、4）。韦正在谈及赣中南与湘中南
地区的联系时也曾指出“东吴后期至东晋早
期，吉水、清江、南昌等地墓葬中的高圈足钵、
研磨器、牲寮或仓房与耒阳、资兴、衡阳、郴州
等地墓葬中的出土物十分相似”[47]。不过，这
些器物与湘中南地区的同类器并不完全相同
而更具地方特色，可能已成为周边地区文化
影响下的本地产物。

虽然湘、赣地位的逆转并非一蹴而就，但
其间此消彼长却是历史的必然。六朝时期，统
一国家的分裂与政治中心的变迁使赣鄱流域
占据了南方政权版图的中心位置，其“襟三江
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48]的天然区位优
势开始逐渐显现。特别是经过汉至东吴数百
年的发展与西晋一朝短暂统一的平稳过渡，
到了东晋以后，门阀士族之间的荆扬之争使
得江州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大幅提升，本区核
心命脉即赣江一线“南通五岭，北导长江”[49]

的水运交通也随之取得了长足发展，再进一
步便取代了此时于都城建康而言已相当偏远
的湘江一线在南北交通乃至东西交通中的枢
纽地位。正如上文所述，赣南一带墓葬数量的
增长与分布地点的扩散，即赣鄱流域六朝墓
葬主要循赣江及其支流沿岸自北而南、溯流
而上的动态发展，正与赣鄱水道的大规模开

发与利用密切相关。同时，赣江水系南侧大庾
岭与东南武夷山等山岭间交通孔道的渐次开
通，也为赣鄱流域墓葬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
了必要条件。东晋中期至刘宋岭南地区砖柱
墓的成批出现、南朝中晚期闽西北被纳入江
州文化系统等，便是赣鄱地域文化显著增强
且影响经由水陆交通网向外扩散的结果。反
观这一时期的湘江流域，非但难以对赣鄱流
域施加影响，其自身的墓葬面貌也在缓慢地
向湖南北部靠拢而逐渐丧失地方特色，湘中
南一带曾经的文化优势与独特性已然不再[50]。

联系赣中北地区在东汉六朝初期的发展
轨迹，可以想见梁末侯景之乱中南川酋豪的趁
势崛起与割据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东吴
时期以山越问题为核心、以激烈冲突为表现
的山地人群与华夏人群间往来方式的再现。
而后者甚至是对更早阶段荆州、交趾蛮越屡
叛的重演。只是随着赣鄱流域尤其是赣江上游
地区的深入开发与“幽邃民人”的大幅开化，
这一过程不仅向着包括赣南山地在内的江、
湘、交、广诸州的深远腹地继续蔓延，以江州
酋豪为代表，发展程度高于以往的土著豪族
之向背也成为影响陈朝立国与政局走向的重
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区墓葬文化所体现的
赣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与本地传统的进一步
强化更可谓是情理之中了。至于闽西北与赣东
南之间的强烈关联，除了考虑二者同属江州
政区以外，亦可在东汉时期的湘、赣互动中找
到与之相似的注解。经由山中交通线完成的
东西向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依然存在，但不同
的是，此时赣鄱流域已然取代了湘江流域成
为新的文化发达之地。而毗邻的福建地区则
在经历了“东越地遂虚”的社会停滞与吴晋时
期的初步开发以后，于墓葬文化由西向东的
逐步推进中成为了数百年前的“赣鄱流域”。

四、结语

两汉时期，国家统治重心位于北方黄河
流域，湘江流域凭借其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
地位取得了文化乃至政治、经济上的长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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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进一步通过山间谷地对赣鄱流域产生
了重要影响。虽然此时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
下，深处南方腹地、开发程度有限的赣鄱流域
尚未展现出足够的区位优势，在与周边地区
的人群交往与文化互动中也常常处于被动位
置。但两汉以来由各种社会动因所促成的强
制性或自发性人口迁徙早已为原本落后的南
方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化，而这些文化
在进入赣鄱流域以后与本地文化的碰撞与融
合也为本区的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六朝以降，南北政权的分裂与政治中心
的转移改变了都城主流文化的辐射方向。赣
鄱流域除了延续与湖南、两广、浙闽等地或深
或浅的文化交往与互动以外，来自古武昌和
建康（业）所在的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文化
因素也于本区得到了进一步凸显。从东晋时
期门阀士族荆扬之争，到南朝前期出镇宗王
挑战建康权威，再到梁末陈初“郡邑岩穴之
长，村屯邬壁之豪”[51]趁势崛起并直接影响陈
朝国运走向，内可屏藩下游朝廷、外可形援上
游方镇的江州重镇在东晋南朝政局中的战略
地位便愈发举足轻重。水陆形便的赣鄱流域
最终取代了两汉时期的湘江流域，成为南中
国范围内交通四方的枢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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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during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

DANG Feng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Ganjiang River-Poyang Lake Basin (Ganjiang-Poyang basin)

played a less prominent role in north-south communication than the Xiangjiang River valley. The latter,
which served as the main corridor connecting the Central Plains and Lingnan, was of considerably greater
significance to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than the Ganjiang River and exerted a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via mountain passes and intermontane corridors. In the Six Dynasties, howev-
er,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lities and the consequent southward shift of political
centers brought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s interior location within the southern heartland into strategic
prominence. The Ganjiang-Poyang waterway gradually supplanted the Xiangjiang River valley as a cru-
cial node in north-south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Drawing upon mortuary data from excavated burial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nging social status of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from the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Six Dynasties and addresses a range of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Ganjiang-Poyang basin; Han Dynasty; Six Dynasties;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atus;
Xiangjiang River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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